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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ifferentunderstandingofjusticewillinevitablyresultindifferentsocialpoliciesunder
differentsocialbackgrounds.Duringthe30yearsbeforeopeninguptotheoutsideworld,Chinamadeandimplementedmanysocialpoliciesofgreatsignificance.Thetime2specificconditionsanditscorrespondingunderstandingofjusticeleadtosomeobviouscharacteristicsandinadequaciesinthesocialpoliciesofthattimeincludingover2equalitarianism,over2focusonthebasiccivilrightsintermsofthebasiclivingsecurities,abnormalities,non2publicorientationnatureofthepolicy.Eversincetheopeningup,thebasicideasunderlyingChina.ssocialpoliciesunderwentdrasticchanges,whichbroughtaboutsignificantprogressinChina.scorrespondingsocialpolicies.However,China.ssocialpoliciesstillhavesomeinadequaciesinthisperiod,forexample,theextremelyunbalancedstatusofsocialpoliciesintermsofadvancedeconomicpolicies,theinadequacyofintegrationandsystemizationofsocialpolicies,theundernormalityofsocialpoliciesandthelargegapbetween/whatshouldbe0and/whatis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在获得大幅度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社会公正所产生的问题。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社会总财富在迅速增加,社会发展的程度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弱势群体成员迅速增多,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迅速累积。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程度不同的威胁。因此,如何基于公正的理念建立社会政策体系,避免经济政策左右一切,使社会公正程度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形成一种同步化的状态,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健康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就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化建立而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就是应当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基本走向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应当看到,建国50多年来,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念依据,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因此,认真分析、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制定系统、有效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政策大有裨益。
一、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所谓社会政策,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但不是惟一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丰富的。起初,人们对于社会政策具体内容的理解比较单一,一般只限于狭义上的“社会福利”(资源分配)。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福利同社会权利密不可分,因而社会政策还有必要包括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亦即“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王卓祺、雅伦·获加,1998)。简言之,凡是同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的政策都应纳入社会政策的关注视野。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社会救助、救灾、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就业、妇女儿童保护、性别平等、种族(民族)平等、老年人权益、房屋住宅、劳资关系、劳动者工作保护条件、人口政策、婚姻家庭保护、残疾人福利保障、孤儿扶养、退伍军人优抚与安置、职业训练、义务教育政策,等等。公正与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与社会政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正具有重大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约翰·罗尔斯,1988) ·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公正毕竟只是制度安排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一种基本的规则,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现实社会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具体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就要把它的原则应用到个别地或者整体地产生贯穿整个社会的分配后果的亚国家制度上去”(戴维·米勒,2001:13) 。基于对公正理念的不同理解,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会造成有所差别的社会政策。从1949年到现在的50多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留下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在1978年前,同朴素的平等理念、平均主义的行为方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相适应,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初步形成,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呈现出诸如非现代性、非规范性、非一体化和非持续性的特征;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渐形成,并由单项的、零散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政策。
二、建国30年中国社会政策的主要进展

对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说,1949年至少发生了两件意义极为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事情:一、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二是社会的重构。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中国饱受外国侵略者的侵害,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苦、屈辱状态中,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J.R.麦克法夸尔,1989:69)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民众由此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接着,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工程:中国社会摧毁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激动人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特别注重人民大众的社会平等地位、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这一时期,围绕人民大众的社会平等地位、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围绕社会成员一些最基础性的需要,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许多社会政策。其中,有些社会政策得到了广泛实施并取得了深远影响。
1.围绕女性解放而制定和实施的社会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甚至出嫁时的嫁妆也不得完全归自己所有;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礼教。虽然从近代开始就有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的悲惨状况,但由于没能将女性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有限的"。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通过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女性的实际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1950年5月1日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新中国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就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制度,从法律上保障了妇女的婚姻自主权,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后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都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等。第二,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剧增至2036万人(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6,1987:32) 。第三,广泛地参政议政。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活动。第四,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中国政府对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城市女职工中85.1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4) 。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6,1991:480!481)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这种积极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000年,中国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高达72.17%,居欧亚各个国家之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228-230) ·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女性解放方面的成就明显居于领先位置。
2.有关大众教育的社会政策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这一切是同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社会结构以及落后的教育观念相适应的(国家统计局编,1989:71) 。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民的教育工作,制定和实施了许多相关政策,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一切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创办工农速成中学。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在5或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要求2-3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3或5年扫除工厂! 、矿山、企业职工中的文盲95%左右;5或7年基本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即扫除文盲达到70%以上;扫除文盲的对象以14-50岁的人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编写组,2001:339) 。中国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了人民助学金制度。这一时期,虽然大众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以轻视、妨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而且这一时期的大众教育在质量及具体思路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时明显地违背了教育规律,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众教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有在生1261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生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国家统计局编,1989:435!436)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相比之下,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其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文盲率为70.6%(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1991:125) 。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这不仅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为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在建国30年间的诸项社会政策中,还包括一些尽管对以后的借鉴意义算不上十分明显,但在当时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救助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救助问题。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540)在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 (孟昭华、王明寰,1986:293)建国初期,政府把120万分散的流民从8个城市送回原居住地;向121万城市居民提供了救济(黄黎若莲,1995:41)。1952-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政策。补助的形式是现金和实物相结合。195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工生活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遇到特殊事故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职工,应当给予适当补助。企业中这项补助工作可由工会负责。除了工会掌管用于困难补助的经费以外,企业行政可以在企业奖励基金中提取10%作为困难补助,拨交工会合并使用对于事业、机关职工的困难补助工作,由人事部门和工会负责,所需经费由福利费中开支 (袁伦渠主编,1990:201)同时,全国总工会发出《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办法》,对职工困难补助的原则、对象、办法和经费来源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袁伦渠主编,1990:201)1961-1963年3年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加强了对困难职工的补助和救济。1965年国务院224号文件规定:对于年老体弱、无依无靠并符合其他条件的一些退职职工和老职工,由民政部门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40%的救济,医疗费补助,简称之“百分之四十的救济” 。另外,在这一时期,国家还兴办了许多福利机构,以收养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截至1965年底,办有综合性的社会福利院和专业性的儿童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等819个(孟昭华、王明寰,1986:295、301) 。在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主要围绕着“五保”内容而展开,主要采取集体供养并辅之以国家必要救济的方式。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其中对农村的社会救助作了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的农户和残废军人,应当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 、保教(儿童和少年) 、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47)"据此,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对孤儿实行保教)的“五保”制度。在农村的许多地方,还兴办了敬老院,对五保户进行统一供养。另外,1956年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还规定：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或者因公致病的社员要负责医治,并且酌量给以劳动日作为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家属要给以抚恤。对于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合作社要酌量给以补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422-423) 。
第二,劳动保险及福利政策。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的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现劳动保险制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8) 。这就为以后建立全国劳动保险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1950年10月,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组织全国职工进行讨论"政务院于1951年2月26日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2日又公布了修改条例并开始实施。这一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主要是针对企业职工的《保险条例》对于参加劳动保险的对象、劳动保险金的筹措方式及管理方式、各种劳动保险待遇(伤残、疾病、生育、年老、死亡等保险以及对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的待遇) 、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以及劳动保险的执行与监督等各方面的内容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的公布和实施,受到了全国广大企业职工的热烈欢迎。1956年, 《保险条例》实施范围再次扩大,国营企业加入这一保险的职工达1600万人,为1953年的4倍;签订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全国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享受到了这一保险(冯兰瑞等,1997:59) 。建国之初,大多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仍然实行供给制。50年代前期逐步改为工资制。与之相适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种劳动保险制度陆续建立起来(见表1) 。到1957年,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已达657.2万人,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达到1150万人(袁志刚等,1998:66) 。
表1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保险政策 

	公布时间条例名称


	条例名称

	1950年12月
	5革命工作人员伤亡抚恤暂行条例6



	1952年6月
	5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6



	1952年9月
	5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患病期间待遇暂行办法的规定6



	1955年4月
	5关于女工作人员生育假期的通知6



	1955年11月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6




  资料来源:袁伦渠主编,1990:199"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政府对城镇的劳动保险及福利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例如:统一了企业和机关的退休制度和退职规定;改进了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职业病患者的保险待遇;改进了城镇集体企业的劳动保险政策等等。50、60年代,在城镇还为职工举办了各种集体福利事业,如职工食堂、托儿所、浴室、理发室等等;对职工实行了多种补贴,如上下班交通补贴、住房补贴、水电补贴、取暖补贴等等;建立了职工文化福利事业,如修建了了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等等;投资建设职工住房,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第三,就业政策"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就业问题。尤其是当时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失业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这就使得党和政府更加注重消除失业现象,想方设法地保证城市居民的就业。在城镇就业的具体措施上,主要是采取了劳动力的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从50年代中期以后,取消了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招工、用工方面的权限,将调配劳动力的权限集中于劳动部门。这就在宏观方面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的统一配置,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则形成了企业用工中的固定工制度。其最大特点是企业在用工方面能进不能出,不能以任何经济性原因裁减其多余的职工(袁志刚等,1998:40) 。在城镇职工中以固定工为主,而且人数占绝对比重,1957年其比重为91.8%,1960年为84.5%,1965年为90.3%,1970年为86.1%,1975年为87.8%,1978年为84.3%(国家统计局社会统司,1987:26-33)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在50!60年代,还曾断断续续地尝试过招收亦工亦农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以弥补固定工制度的缺陷。当时,城镇在就业问题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数量较大,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水平均较低,因而即便是在城镇也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奉行的理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失业现象,因而不允许失业"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当时采取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将城镇的多余劳动力向农村分流,向农村转嫁城镇的就业危机"为此,先后有两次大的举动,均发生在60!70年代"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幅度滑坡,中国进行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镇人口分流"通过各种强有力的举措,60年代初期将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了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镇的就业压力(王春光!孙晖,1997:46)"60-70年代,通过各种组织!动员!宣传活动,中国开始了酝酿已久并且早已小规模存在的又一次城镇人口向农村大规模分流的举动)))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0"1962-1979年,有1776.48万知识青年通过/插队0!/到集体场队0!/到国营农场0的形式,实施了/上山下乡0的举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10)"。
除上述政策外,这一时期中国在社会政策的其他许多方面,如计划生育设想!学生健康!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医疗!救灾等问题上,均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建国30年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开启了真正保护民生!关注民生的先河,因而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在劳动者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在劳动者群体平等社会地位的维护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满足了当时人们最为迫切的需求,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在中国民众基本生计!就业以及受教育机会的保证方面,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是卓有成效的"1987年,根据对1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但中国的人文指数却步入了/人文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0(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1991:118)"其三,在积极推动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起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建国30年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及不足

中国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公正的特定理解,使得建国30年社会政策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和不足:

1.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成分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人们对于公正的理解不是完整地以个体人的自由!平等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而是基于十分朴素的平等观,片面地!几乎完全是以社会整体为基本出发点,而且,这里的社会整体又被具体化为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当时,在涉及平等的保护问题上,侧重于/社会平等0亦即劳动阶级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个体人之间的平等(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是从属于特定的劳动阶级的);在涉及到集体或整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毫无疑问地是以集体或整体为第一位,强调个人对于集体或整体的服从甚至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而对/个体人0的忽视,必然会走向平均主义,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着力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状况!生活状况!发展状况的/平均主义0取向的努力"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准十分低下,各种生活资源!发展资源十分匮乏,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也只能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主要的资源,以便使整个社会能够在低水平条件下保持一种/均衡0的状态"最后,中国社会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又刚刚结束供给制,因此,国家很容易,同时也习惯于实施/整齐划一0的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方式"这种平均主义的取向和做法在建国30的社会政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突出表现在收入政策和就业政策两个方面"其一,在收入政策方面"尽管当时也主张按劳分配,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促成收入不断平均化的工资政策"从表2中可以看到,1952年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资收入最高的是城市公用事业部门,最低的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两者只相差1.7倍;1975年,工资收入最高的是建筑业和资源勘探部门,最低的仍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两者差距降至1.53倍"即便收入的平均化倾向

已经十分严重,但国家决策者仍然觉得收入差距偏大,仍需要进行必要的矫正"比如,1957年毛泽东在5论十大关系6一文中就指出:/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社会行为两方面的距离"0(毛泽东,1999:28)其二,就业政策"当时的就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城市居民中适龄劳动力在工作及收入上的/人均一份0"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城市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很大,而就业岗位数量却相对较少"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当时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意思0(周恩来,1994:574)"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将显形失业转化成隐形失业"另一种办法是采取反城市化的举措,将城市大量新增的劳动力迁往农村,也就是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0"尽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0是一种反城市化的举动,是同现代化趋势相左的,但在当时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解决了城市大量失业劳动力的问题,又在某种形式上缩小了/三大差别0,实现了平均主义式的理想"由于包含了过多的平均主义成分,使得当时的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讲,始料不及的是,本意是要消除旧有的社会不公现象,却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公现象"当时的社会政策尽管试图消灭剥削,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在鼓励另一种类型的剥削,即能力相对较弱者对于能力相对较强者!贡献较小者对贡献较大者的剥削"显然,这是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地违背了现代公正的基本规则"另外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社会政策由于过于强调生活状态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因而难免压抑了社会成员个性化的发展,限制了社会成员发展的潜能,从而进一步严重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严重降低了80经济发展的效率"/首先,这种制度最初的基金只是来源于税收与企业的收入,工人们并不关心社会保障的成本,从而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变形"第二,压在企业身上的津贴给付的财政负担和行政负担阻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在现代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提高0(尼古拉斯#巴尔,2003)"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缺乏效率!缺乏可持续性,一个重要的症结便在于此。

表2 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 

	年份
	合计
	工业
	建筑业和资源勘探
	农!林!水利!气象
	运输和邮电
	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
	城市公用事业
	科学!文教!卫生
	金融保险
	机关团体


	1952
	446
	515
	564
	375
	583
	360
	634
	368
	458
	376



	1955
	534
	600
	612
	461
	645
	443
	610
	448
	512
	479



	1960
	528
	538
	581
	364
	618
	449
	564
	518
	543
	615



	1965
	652
	729
	730
	433
	774
	579
	701
	598
	624
	684



	1970
	609
	661
	650
	419
	709
	553
	660
	555
	588
	678



	1975
	613
	644
	704
	460
	699
	562
	639
	574
	637
	65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57"

2.对民众基本权利的重视甚于对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的保障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对民众基本权利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对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保障的重视程度,两者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在涉及到民众基本权利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政策力度较大,内容比较丰富,舆论宣传的声势也很大,况且还有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等组织予以组织实施。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国有关民众基本权利方面的社会政策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而这一时期中国有关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方面的社会政策就总体而言则显得力度不够,涉及面不宽,声势不大。表现在:其一,涉及人民生活方面的资金投入比重过小。例如,在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劳保福利费用总额相当于工资总额的比重呈历年下降的趋势,1953年为16.3%,1955年为17.3%,1960年为14.0%,1965年为12.6%,1970年为12.3%,1975年为12.0%(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89) 。其二,实行消极的收入政策。这一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职工工资增长幅度极为缓慢,几乎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7年该指数仅仅上升至110.4(国家统计局,1989:457) 。其三,相关社会政策的内容十分简单。这一时期同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方面相关的社会政策一般只限于社会救助、劳动保险、工资、户籍制度、生存性物品供应等等,而像优生保健法、公益事业法、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职业训练法、国民住宅条例、义务教育法等法规均付之阙如。如果从社会政策的类型着眼,这一时期同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方面相关的社会政策只是属于生存型的社会政策,远远不是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之所以会出现对民众基本权利的重视甚于对民众基本需求的保障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劳动大众基本权利高于一切的普遍观念。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为了获得民族独立、为了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了劳动大众的解放,新中国才得以建立。新中国最为重要的使命应当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也正因为如此,建国30年人们基于特有的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其具体体现就是从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高度来制定社会政策。与之相适应,有关维护民众基本权利方面的社会政策也就呈现出一种相对强势的状态。其二,不重视民众的基本生活质量。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国家缺乏必要的财力来重视民众的基本生活质量需求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至少还有两个因素直接妨碍着对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的重视。一是对于世俗化进程的排斥。在建国后的30年间,整个社会所倡导并予以努力实施的是个人对社会、对集体的无条件奉献,倡导的是精神需求重于物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不可能看重同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相关的社会政策。二是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关系的解释。当时是把美好的生活当作十分久远的目标亦即人民的长远利益来看待,而把社会成员现实的、切身的生活当作眼前利益来看待。至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社会所提倡的是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眼前利益。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周恩来,1954) 。既然不看重人民的眼前利益,那么也就自然不看重当时的民众基本生活质量的需求了,也就不可能制定与实施相关的社会政策。
3.社会政策的非全民性

社会政策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理应具有普惠性亦即全民性。但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和资源极为匮乏之间的矛盾,当时中国实施的是一种有所差别的社会政策。社会被人为地分为不同的板块,同一板块内实行相同的社会政策,不同板块之间的社会政策有着明显区别。
社会政策的这种非全民性,在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板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总的来说,社会政策惠及农村板块的内容无法同城市相比,农村与城市在社会政策方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体现在:其一,严格的城乡身份区分政策。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为两个相互隔绝的生活板块。1958年1月,国家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城市!水上和设有派出所的镇,应当每户发给一本户口簿。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5:17、18) 。这些规定阻止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将中国社会的全部成员分别归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这样两大身份系列。其二,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政策要远远优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凭借国家发给的粮证、煤证、油票、肉票等等可以买到由国家统一提供的低价生活资料。城市职工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或部分享受公费医疗,许多城市居民还可以享受诸如低价租借住房、子女入学入托,甚至包括就业等种种保障福利。
非全民性的社会政策所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是巨大的。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存在,城乡之间的发展就已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建国30年非全民性社会政策的实行,加大了城乡差距,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状态。
4.社会政策的不规范性

应当承认,在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毕竟刚刚开始执政,从其基本意识和基本方式来看,尚未从一个革命党完整地转换为一个执政党,尚未斗争意识中完整地转换为建设意识,其执政的经验明显不足,尤其是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准备严重匮乏。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不规范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缺乏多方的参与。在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理应让多方人员尤其是利益相关的人员参与,使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建国30年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大多是由党和政府来直接决定的,民众的参与及表意的渠道十分有限。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少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合法性(正当性) 。其二,缺乏基础意义上的科学性。比如,大跃进期间有关农村公共食堂的政策便是比较典型的心血来潮之作,缺乏事先周密的信息收集与案例分析。另外,当时许多社会政策尽管在出台时也比较慎重,但是却缺少相关的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因而长期得不到必要的纠正。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合理的户籍政策等等,都长时间地起着负面作用,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其三,行动主体过于单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且政府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因而中国社会诸如第三部门和社区层面的力量不可能生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只能是政府以及具有准政府性质的工会、青年团以及妇女联合会等组织。
5.社会政策的实施往往借助于社会动员来完成

这一时期社会政策的实施是同社会动员紧密相联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来实施社会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一部婚姻法、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的实施,到文化扫盲、女性解放,均是借助了社会动员(具体表现为群众运动)的方式。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是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予以实施。类似的做法既反映了当时适应于中国民众实际状况的管理方式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决策层在社会政策方面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来实施社会政策的做法利弊兼具。从积极的方面看,高强度地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施社会政策,由于社会取向的相对单一和社会成员行为的相对一致,因而可以有效地减小多种阻力,容易取得面积大、见效快的效果。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女性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大众教育之所以能够较有成效的推进,平等的民族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确立,其他多种社会政策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的实施,究其原因是同社会动员的方式密切相关的。从消极的方面看,高强度地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施社会政策,难免会产生许多十分明显的弊端,甚至会留下一些后遗症"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个体人实际需求和权利的损害"社会是由无数个体人所组成的"个体人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有着自己一些特殊的需求;个体人均应有自己的权利。应当看到的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动员的高潮中,出于高度整合的惯性,整个社会难免会进一步产生整齐划一的社会成员模式,从而程度不同地轻视甚至忽略了个体人的实际需求,侵害了个体人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同社会政策的基本目的是相左的"其二,对于社会政策的实施操作有着负面的影响"从操作的层面来看,在缺乏科学设计!缺乏科学运作机制的情形之下,采取高强度社会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促成社会政策的实施,其结果必定会使社会政策实际效果当中的水分较多,成果也难免要粗糙一些。其三,加重错误社会政策的负面效果。当时,有些社会政策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等明显是错误的。但是,由于这些社会政策是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紧密相联,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可以说是集中了全社会的力量来强行推行这些社会政策,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错误社会政策的负面社会效应。
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的转换;二是一些具体的社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三是社会政策呈现出一种比较体系化的迹象,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同国际接轨。
1.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使得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对此,可以作如是的理解: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人意识逐渐确立,个体人逐渐从整体人当中剥离出来。就个体人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体人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背景,使得中国在社会整体和个体人的关系问题上,几乎完全是以社会整体为基本出发点而忽视了个体人的基本价值,忽视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个体人几乎消失在国家和集体之中。于是,当时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只能是平均主义和身份等级制,与之相适应,社会政策受益对象只能是带有极大抽象意义的社会整体、阶级,而不是具体组成社会的无数个具体的社会成员亦即无数个个体人。个人几乎完全隶属于社会整体或是特定的集体如单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当中的个体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与之相适应,平均主义的取向及做法逐渐被社会所遗弃,单位制现象迅速消失,身份等级制现象逐渐瓦解,个体人逐渐从社会整体亦即整体人中剥离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具体的社会成员便成为社会政策的真正服务对象,个体人便成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以具体的个体人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那么,重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就必然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重视社会的全面进步!重视社会质量的不断提升也就必然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其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由几项基本规则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底线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调剂,亦即社会调剂的规则"由于社会政策是公正理念和规则的直接体现,因而公正的前述四个基本规则也就相应地成为社会政策具体内容的四个维度。虽然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发育尚处在较初级阶段,但是作为一种基本取向和趋势,中国的社会政策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则应是确定不移的。中国的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得以转换的意义至关重要"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政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的前提条件。
2.一些具体社会政策的进展明显

在这一时期,一些由迫切的现实问题直接引发的社会政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尤其是某些用行政手段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奏效的社会政策更是获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以前,党和政府尽管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但始终没有将之作为一项重大的政策明确提出来。1978年以后,随着人口数量增长高峰期的到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面临着空前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开始将计划生育问题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来看待,而且持续不懈"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共中央,1982:535) 。1995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纲要(1995-2000年) 》,对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任务、目标、原则和措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确定了今后十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提出了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2001:1160)"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府工作报告均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加以回顾和布置,与之相适应,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都是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作为极为重要的工作来对待。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01年的6.95﹪(国家统计局,2002:93)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各项社会政策中,计划生育政策的进展是最为突出的。
第二,环境保护政策。1978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严重欠账。1978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环境质量迅速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和人民的具体生活质量,因而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凸现"党和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和措施"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将环境保护问题单列一章。1990、1995年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将环境保护问题单列。1994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998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定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生态环境建设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国务院,2000:603) 。此期,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社会政策的密度之高、种类之多实属罕见。此外,中国还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环境公约和议定书。客观地说,这一时期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政策可以说是一切从头开始,从无到有,从有内容到比较体系化。
第三,扶贫政策。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比较早地注意到农村的贫困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围绕着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增加智力投资等思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扶贫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1986:539)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著名的以消除农村贫困问题为目标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务院,1996:772) 。199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就进一步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采取的种种农村扶贫政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除了农村扶贫问题外,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后84期始,逐步注意到城市中日益凸现的贫困问题,政府主要采取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来予以解决。199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范围和保障标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提供以及同这一政策相关的重要事宜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国务院,1999:2602)"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2年,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政府又提出了应保尽保的方针,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加大了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援助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四,劳动就业政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第二、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大,而且,中国的社会流动趋于正常化,以往的身份制、单位化等多种妨碍就业的现象趋于瓦解。这些都促使中国的就业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同新的时代背景相适应,中国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围绕着这一方针,中国出台了大量的新的就业规定和就业政策。不仅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历次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发展规划中,都把就业问题当作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尤其是从90年代末开始,更是把就业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时期中国就业政策的实施是行之有效的:就业总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2002年初,城乡从业人员共增加了32873万人,其中城镇增加了14426万人;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比重分别为50%!22.5%和27.5%,与过去相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就业制度从以往的固定工制度逐渐过渡到全员劳动合同制;就业渠道广为拓展,城市从业人员中很大比例来源于农村居民;各种就业中介服务组织纷纷出现;再就业工程也开始启动。这一时期中国在职工工资以及劳动条件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改善。职工工资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职工的工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1990-2001年,职工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5.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8.1%,是建国以来城镇职工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另外,90年代中期先后两次缩短法定工作时间,从原来的每周工作48小时缩短到每周44小时,继之又缩短到40小时;法定假日由7天增加到10天;职工每年累计休息时间由原来的59天增加到114天(张左己,2002) 。
3.社会政策呈现出体系化的迹象,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同国际接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出台比较频繁的时期。从数量上看,是空前多的;从种类上看,开始趋于体系化。另外,在党和政府重要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有关社会政策的内容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走向开放,开始同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社会策接轨、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社会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参照、借鉴别国的经验,认同许多国际惯例,而且更直接表现在中国开始加入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比如,在这20多年间,中国先后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即将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种开放态势是前所未有的。
五!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不足之处及努力方向
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背景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政策必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极不对称。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协调、统一的,两者共同支撑着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政策是社会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

会来说,社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策对于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的安全,促进社会的整体化发展,提升社会质量,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似乎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虽然过分强调经济政策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通病,但是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过分看重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使是今日,社会政策无论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与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在这方面,中国没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地借鉴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成本付出。
2.社会政策的整体化!体系化程度还很不够,同一性较弱

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虽然在许多具体的方面诸如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扶贫政策以及就业政策等有明显进展,但是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整体化和体系化程度不够!整合性较弱的特征"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部分尚未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拥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得以系统建立的最为重要标志"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93年以来,中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台《社会保障法》,因而不可能确立起社会保障的基本体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瓦解了,但是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国的社会政策缺少一项基础性的基本内容;而体系化社会保障政策的缺乏,致使中国的社会政策缺乏完整性和体系化"社会政策的同一性较弱,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明显特征。社会政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宪法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同一性亦即公平性"换言之,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都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同等的、基本的社会政策,即便社会政策有时会出现某些差异,出现某些不同等对待的情形,那也应当是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及发展状况的改善,而不是相反。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没有使社会政策更加趋于同一,相反,却使社会政策的非同一性状况有所加剧。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非同一性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严重差别,这种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对农村居民构成明显歧视的社会政策。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劳动就业、日常生活、税收等许多方面所享受的社会政策待遇远远优于农村居民,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将中国劳动力当中比重最大的农村劳动力排除在外。农村居民不仅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政策,而且还要在许多政策方面承受一些特别的支出"在税收方面,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村居民不分年龄,不分收入的多少,都必须交纳税收,包括农业各税和其他一些额外的税负。社会政策的不同一,使社会政策不具有起码的同一性或是公平性的基本特征。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会使原有一些仍有价值和新形成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面临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
.社会政策缺乏规范性

中国现在的社会政策明显存在着不规范性的特征,特别表现在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中的不规范:一是在多方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理应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目前中国在制定一些重要的同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政策时,如就业政策、失业救济政策、农村政策,很少甚至没有让相关的社会群体的代表参加以充分地表意。二是在公开性方面做得不够。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对于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够,往往没有对全社会公开"这就造成同某项社会政策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相关信息占有的匮乏,从而使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政策的直接对象在信息占有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对称情形,进而使这些相关的社会群体更加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三是在技术手段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难以做到相关信息收集的充分化和准确性,而且也缺乏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后的必要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四是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过于单一。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几乎完全是政府,政府几乎包揽了从制定到实施的一切社会政策事务"虽然有一些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也承担了许多社会政策事务,但是这些社会团体实际上是政府的助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社会政策的这种不规范性,从总体上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少长远的考虑和必要的稳定性,易于多变,随机性过强。这对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均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4.社会政策的/应然0与/实然0之间的差距过大

应然的社会政策是指社会政策的应有之义,亦即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基本目的以及理想化的内容实然的社会政策则是指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任何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应和实然之间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则是中国目前社会政策的明显特征"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应当承认,国家和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关注和实际保护往往是不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不如1978年以前的30年。国家和社会在许多领域或场所,只是承认社会成员利益驱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许多渠道去致富,为此往往可以制定一些变通性的政策予以保护或提供方便;然而,对于社会成员自身所拥有的基本公民权却保护得不够。应然和实然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办法来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就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政策的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所以中国的社会政策应当得到全社会的特别重视和足够的投入,甚至应当得到超前性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有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主体部分,由于体系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不足,由于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距,所以效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严重的问题和巨大压力。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进行建设的过程"就此而言,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防止两个极端现象的发生。
作为现代公正理念具体化的社会政策必须防止两个方面的问题,缺一不可,否则社会政策便是片面的,会造成不公的现象"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予以解决的。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初期阶段,贫富差距往往较大,容易诱发许多社会问题,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因而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予以矫正。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调剂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87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严重危及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如果还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刻不容缓"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平均主义的高福利化。中国虽然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由于传统的平均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强固存在,由于如今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对于公正的强烈诉求,更由于前两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为一,因而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有可能会引发某种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现象"对此,应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
第二,既要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又要维护其基本的权利。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但是,对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理解还不能仅限于此。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样应当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应当看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状况,既反映出社会成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处境(结果)如何,也是造成社会成员未来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条件(原因)"首先,拥有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平等融入社会的最起码条件。只有在基本权利得到有效维护的条件下,社会成员才谈得上平等地融入社会,进行平等的社会互动,关注!参与社会事务,才谈得上消除社会隔离,消除某些社会群体的边缘化现象,实现社会融合"比如,如果没有自由迁徙权,如果城乡居民之间在基本权利方面处在一种不对称的状态之中,那么就必然会形成城乡之间的社会隔离,就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隔离,就必然会形成利益不平等的城乡两大社会群体。第二,拥有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必要前提"就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潜质而言,其差别并不很大"只要社会能为之提供起码的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能够具备基本的谋生和发展能力"而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具备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保证社会成员最为基本的生活和发展状态,而且可以使机会平等以及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规则得以充分兑现。社会政策是公正理念的具体化,公正的基本含义是/给每个社会成员所应得。这里所说的应得不只是社会成员指望社会的无偿赠与,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应当通过自己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而取得的一种收入。因此,从社会一方来说,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具有起码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如是做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冲淡社会上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界限,并减少弱势群体成员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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